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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赵 娓 妮1，里 赞2

( 1． 四川大学 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

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

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

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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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城隍崇拜不仅源远流长，且早已进入学术视野。清人孙承泽、秦蕙田均曾专门

考据过城隍。①民国时期，邓嗣禹《城隍考》一文，则全面涉及城隍起源、祀典的变迁、与佛道的关

系及城隍祭祀的意义等问题; ②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最近的 20 年间，城隍问题的研究

又逐渐被学界所重视。美国学者姜士彬 ( David Johnson) 对唐宋时期城隍祭祀所进行的研究，③引起

广泛的关注。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④等文，对明初城隍制度的国家化改革

及其背景与结果等问题更提出了颇有影响力的观点。国内的研究方面，郑土有、王贤淼所著 《中国

城隍信仰》⑤是较早对城隍信仰进行体系化研究的著作。近年来关于城隍祭祀制度各个面相的研究大

都有所深入，尤其是史学界对城隍问题的研究颇有成果。⑥尽管如此，城隍祭祀的制度化、国家化过

程以及城隍信仰对古代制度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⑦

近来法学界对城隍问题也有所关注。⑧法学界的既有成果，在方法上主要以通史研究为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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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料的范围亦存在一定的局限，尤其缺乏立足于第一手材料的相关研究。因而，城隍崇拜对传统

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影响如何，曾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古代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在这些基本问题

上，尚存诸多争议。①

城隍祭祀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明代被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制后，对明清社会政治、法律生活产

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是探究帝制时代法律观念、法律心理的一个极好视角。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拙文将从制度化的角度剖析祭祀制度中所蕴含的道统与治统观念，具体揭示城隍崇拜在清代司法过程

中的影响。

一、清代的城隍致祭

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十分发达。自《周礼》以来，祭祀制度作为历朝历代的 “国之典章”，记录

并规范着传统时代的国家祭祀和信仰。城隍致祭的兴起及盛行在清代以前大约已历经了数千年的历

史。② 但城隍祭祀被增入“祀典”，始自明代，此后城隍祭祀制度成为国家制度。总体而言，无论就

制度规范、社会习俗还是观念影响层面而言，城隍祭祀在清代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明代。
清代祀典中，“大祀十有三”，“中祀十有二”，“群祀五十有三”，城隍位列 “群祀”。③ 依照清

制，“都城隍神之礼每岁万寿圣节遣官一人将事”，另则 “岁秋诹吉，遣官致祭”。④ 至于各省地方，

雍正十年定例规定，直省州县设立坛墠，致祭城隍之神。乾隆二年，谕直省府、州、县所在有司，对

“社稷风云雷雨山川诸神”，“以时致祭”。省会之地，督抚、将军、都统、副都统，率领司道文武等

官行礼，布政使主祭。府州县由地方正印官主祭。乾隆十六年，改为 “春秋二祭，省会由督抚主祭，

布政使以下陪祀。其有道官驻扎之府州县地方，亦令道官主祭，府州县等官陪祀”。⑤

但清代礼典中，城隍祀礼、祭文等项记载大多寥寥数语，⑥ 远不如明代详尽。正如邓嗣禹所考，

清代《会典》及《大清通礼》“止载京师都城隍遣官致祭之礼，省城隍合祀神 坛，惟每月朔望守土

官诣庙行礼，遇雨旸愆期，则祷于庙，他无定例”。⑦ 然而，礼典中的内容仅反映清代城隍祭祀制度

的一个方面，并非清代城隍致祭的全貌。尤其是从清代基层地方官吏朔望致祭以及官吏上任仪式来

看，礼敬城隍实为其时一项频繁而又十分慎重、肃穆而又十分重要的仪式和制度。
清代官箴的记载中，有关清代官吏上任仪式的内容十分详尽。尽管风俗不同，各地礼仪亦多少存

在差别，⑧ 但其赴任经过大致相同。清代府、州、县新官赴任的基本程序大致如下:

首为入境。入境之始，官吏的一举一动被认为必须审慎检点，所谓 “新官入境乃士民观听之始，

凡百举动不可不慎”。照例，到境之后，新官不可随即入城。需 “离城三舍，择公廨或寺宇停泊”。⑨

留宿城外的目的，在于为上任过程中的首要典礼———致祭城隍作准备。通常，此时需发布 “上任红

告示”，将新官赴任之事广告一县绅民。瑏瑠

其次斋宿。新官赴任，“于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戒安歇，谓之 ‘宿三’”。瑏瑡 斋宿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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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了表达对城隍神的诚敬。其间，赴任官吏需 “候礼吏整理礼仪开具上任参谒祭神各礼先后，

以便次第举行”。
再次则行祭告之礼。新官斋宿一日或三日后，“次早行祭”。祭礼需于五更时进行，祭时便服或祭

服，谒城隍庙，“献爵读祝，皆行跪礼”。① 其间，将事先拟就的誓城隍文交礼生 “展读焚化”。②谒神

的程序，按照礼房事先开具的仪注，次第举行。
再次则拜受印信。新官接受印信是其上任的实质性标志。此一过程，亦贯穿礼仪。于上述谒神礼

毕后，新官需更衣，穿红衣进县，祭仪门。复 “更衣，向北关拜，仍穿红衣，送礼生下月台之左”。
之后，升座、排衙、受印信、画卯。事毕，“将所祭牲酒与官属酬酢，成礼而退”。③

在清代外官赴任的基本过程中，礼敬城隍是最为要紧的环节。此外，上任次日，新任官吏还有谒

见城隍之例。据《福惠全书》记载: “旧礼: 到任三日或次日，谒文庙及城隍庙常祀。”届时，“新官

吉服乘舆，执事鼓吹前导”，谒文庙、城隍各祀行香。④ 可见，清代外官赴任告城隍仪制虽不详于会

典，但其仍沿袭明朝旧制却是无疑，其实际施行，亦可谓一丝不苟、循规蹈矩。
除上任仪制外，平时 “牧守县令朔望展谒文庙外，则惟城隍”，一遇地方水旱、疫疠、飞蝗灾

祸，“鞠跽拜叩、为民祈请”于城隍，则更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⑤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城隍致祭并非仅为官方所重，民间的城隍崇拜之风可谓笃厚。据顾禄 《清

嘉录》载，城隍香火之盛，“什伯于他神祠”，百姓遇疾病，则“其戚若友联名具疏于庙，以祈神佑，

谓之‘保福’”，病愈告痊则谓之 “拔状”。富室则 “招优伶演剧、贡献冠袍、韡履”， “贫窭之子，

亦必倩祝史献牲”，“谓之还愿”，此类民间崇祀活动，“无日无之”。遇清明节、七月半及十月朔节，

民众汇集祠庙“殿前香火、焚化批文”。⑥ 邓嗣禹亦曾指出，清代 “地方祀城隍，依归流俗，多有令

典所未载者”，即如定期城隍庙赦孤，城隍圣诞日、清明日出巡，都城隍及各地城隍庙会。其中都城

隍庙会自明代就已相当盛行。每值城隍会期、节日，则迎神、演剧、买卖等各类活动 “争奇斗巧”，

往往“万众聚观”、热闹非凡。⑦

自清初以来，打破明代禁止对城隍加封名号的做法，朝廷敕封各直省府、州、县城隍匾额之事源

源不断。顺治时以“灵应”、“显应”、“绥福”等号敕封地方城隍匾额 11 次，同治时以“灵佑”等封

号敕封地方城隍共 31 次，光绪时则敕封地方城隍 48 次之多，其中还不乏一次即敕封数州县者。⑧ 据

此，足见清代城隍崇祀之风盛行之一斑。
城隍崇祀之于官、民所代表的意义不同，其祭礼亦在各自特定的意义上进行，官吏以恪尽职守、

为民叨福而举誓，普通百姓礼敬城隍则为祈福。但就清代的实际情形来看，无论官、民，其所以厚礼

城隍，除相信城隍与其他有血食品馔之享的神 一样具福佑生民之功外，⑨ 更基于一个基本信念，即

对城隍之神具有鉴察善恶能力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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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四十四《礼部·群祀》，第 10969 － 10972 页。
在中国传统祭祀观念之下，凡祭祀的对象皆对人有护佑之功，故祭祀的首要动机或出发点是报功、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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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隍的鉴察之功及其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城隍的鉴察之功自明朝以来颇受重视。明初为改建城隍庙，明太祖曾下诏: “朕设京师城隍，俾

统若府州县城隍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①

城隍的鉴察之功被认为与天下有司的关系至为密切。明儒丘濬曾说: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盖

置守令以治民生于昭昭之际，设城隍以司民命，于冥冥之中而加之以 ‘鉴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

任之初特与神誓，盖又付之鉴视纠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厉吾民也。”意思是，守令以 “治

生民”为职责，为促其尽责，令其“到任之初特与神誓”，而守令的职守履行是否真如其所誓，则有

城隍“鉴视纠察”于后。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幽明并举，则使有民社者有所畏惧而不致厉民，

城隍亦因其鉴察之功而有 “司民命”之实。为此，丘濬指出，“《周礼》有司民之祭”，因其“司民”
之功，故而明初诏封城隍为“鉴察司民”之神。②

明以来，“鉴察”与“司民”之于城隍，日渐成为一体。有清一代，官民所以崇敬城隍，亦缘于

对城隍察是非善恶于幽明之神力的笃信。这一信念可从观念与现实两个层面来看。
1． “共宰一邑”观念下的知县与城隍

清代沿袭明初以来“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称谓，其府、州、县守令

与其城隍的关系尤其密切。而对于履新守令而言，城隍更无异于 “本境之主”。③ 下车伊始，必致礼

牒告，故有新官之“告城隍文”。
戴兆佳于康熙年间出宰浙江天台县，从其 《到任告城隍文》中，不难看到一位履新知县的基本

关怀。文中，这位知县首先表达了他对城隍的虔敬: “某谨斋沐洁虔昭告于本县城隍尊神曰: 惟神明

聪正直灵爽，于昭固赫然天台之保障，为斯民所藉庇者也。今以郎川下士 ( 按戴兆佳为安徽郎川

人) ，奉天子明命来牧兹土，自当矢慎矢公，靖供尔位。”讲到自己作为知县的职责，他起誓: “其或

滥受苞苴欤，其或繁刑横敛欤，其或畏暴欺良、萎靡听政欤，是居官无状、罔知为国爱民，神其殛

我，以为不职之戒。”并论及本县城隍神的职责: “若夫雨旸时若年岁顺成，疫疠不生，人无天札，

俾百姓安居乐业，以生以养，则惟神之责。倘其旱涝不节，灾眚叠见，吉人罹祸、凶人获福，是则神

之不职。”城隍神所以亦自有其责，原因是，知县名为“父母官”，本境城隍则与知县一样，“均当父

母为心”，所谓“阴阳同理”。若本县城隍之神未尽其职，他亦必断然 “为神致讨，为民请命”。④ 而

神本“明聪正直”，定能感其所祷而有所为。
共同承担一邑之中伸善抑恶、澹灾兴福之责，这即是城隍与守土官 “共宰一邑”观念的清楚表

达。只不过，守令与城隍各有其具体管辖范围，所谓“夫牧宰职明，城隍职幽”。尽管这使得守土官

与本境城隍的关系几为同僚，但究竟“神以人灵，祀以诚格，幽以明显”，一邑之祸福最终还需仰仗

于神的瞻顾，故身为州邑之长，“必克敬于神”。⑤神在，则是非善恶得以辨，则一方生民得以庇佑。
综观新官赴任的整个经过，与神盟誓、读焚祀文当为整个祭告过程中的高潮。相对明代情形而

言，清代的誓城隍文，盟誓的主题非常鲜明，率皆直指官吏的职责，即如上述戴兆佳知县的 “到任

告城隍文”。再举一则清人赴知县任的 “告城隍文”为例:

维神聪明，维神正直，以佑我民，以福我国。惟小子衡，自慨凉德，今来作宰，行不敢墨
除。原用旧章之不病民者，未便遽革。此外一切词讼案件，傥敢受百姓一文，维神其殛。吃百姓
一饭，维神其殛。故纵书差索扰，维神其殛。或遇事不肯尽心，任其延宕，以致拖累，维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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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都城隍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8 册，第 255 页。
本段引述见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5 册，第 1160 页。
汪辉祖言: “朝廷庙祀之神无一不当敬礼，而城隍神尤为本境之主。”参见汪辉祖: 《学治臆说》卷上《敬城

隍神》，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5 册，第 280 页。
戴兆佳: 《天台治略》卷之九《到城告城隍文》，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4 册，第 207 页。
黄六鸿: 《福惠全书》卷之二十四《敬礼城隍》，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3 册，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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殛。敬陈誓文，用表我心，用尽我职，神鉴昭昭，尚其来格。敢告。①

州县之职，首重刑名，司法为其职责之重。祝文中所罗列的 “一切词讼案件，傥敢受百姓一文”，

“吃百姓一饭”，“故纵书差索扰”，“遇事不肯尽心，任其延宕，以致拖累”等语，与上引戴兆佳告

城隍文中“滥受苞苴”、“繁刑横敛”等语同，皆就其司法职责举誓。
州县的司法、讼狱的判断，归根到底重在分辨是非善恶。然世态民情纷纭万状，州县的判断未必

准确恰当，更何况，不能恪尽职守的州县还可能草率甚或枉滥从事，从而令是非歪曲、善恶不明。然

城隍之神既“聪明”、“正直”，故能鉴察百态。既有 “鉴察司民”的城隍，则是非好坏、善恶曲直

终皆明了。新官赴任所以对神读焚誓文，乃借以 “明吾志且藉之自警”，官吏恭敬诚谨而不得草率，

“不敢有所违背，以干神谴也”。② 通过对神盟誓，官吏把妥善履行职责的决心及未来表现皆置于神

的鉴察与监督之下。若其违背誓言而不能尽职，则甘愿受到神谴并接受严厉处罚，所谓 “维神其

殛”。城隍致祭所以在清代新官赴任仪制中受到重视，其原因正在于此。由此，“共宰一邑”的观念

使得牧令在出宰一方之时，不仅对本境城隍之神有所仰赖，亦更有所敬畏。就清代知县执宰地方的实

际情形而言，本境城隍之神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观念及祭礼的形式意义方面，在清代知县的司法活动

中，城隍的“鉴察”之功更发挥了十分具体的功用。
2． 清代基层诉讼实践与城隍崇拜

当处理疑难诉讼时，作为基层诉讼的裁断者，清代知县惯于借助城隍对是非善恶的 “鉴察”之

功。如同治年间任山东陵县县令的戴杰曾言，城隍之神，“京都迄直省府、州、县胥有庙典，至钜，

神至尊也。凡水旱疠疫及讼狱难决者，祷于是”。③ 秦蕙田也曾概括说，明代以降，迄于清，牧守县

令最重者，除文庙外，即为城隍。遇狱讼有疑或不直，则 “衔冤牒诉、辩讼曲直”于城隍，至于

“幽明谴责，丽法输罪”之属，“亦莫不奔走归命于城隍”。④

汪辉祖则言及其往昔为幕时，就馆次日 “必斋戒谒庙 ( 按即城隍庙) 焚香”。其先后在浙江钱

塘、乌程、归安三县为幕，三处原来皆多讼事，在其处馆三县时则均变得 “仁和”少案。所以如此，

缘其能“以素心事之于神”。当地案件既少，“所馆之处类皆宁谧仁和”，即便命案的审理亦“多叨神

庇”，案件更无冤抑。他亦因此而得 “当事戏号”，称为 “福幕”。⑤将自己在三县的办案功劳悉数归

于城隍，可见其司法公正有赖城隍的信念之笃。
晚清曾在广东任知县的禇瑛则讲道，州县官在检验命案过程中尤需礼告城隍。基本作法为: 官赴

命案发生地检验尸伤，与原、被干证讯问完结 “退堂” ( 按检验时的讯问通常即在为验尸而搭盖的

“厂棚”附近进行) 。之后，“即上轿，当时不可回头，即到城隍庙。浣沐、更衣、行礼、解秽”，方

可“回衙坐大堂”，再开庭讯。⑥ 验案完毕之后，“当时不可回头”，而必先往城隍处，既有所言 “解

秽”之意，先“浣沐、更衣”并向城隍“行礼”则在于敬告城隍: 本县已亲赴尸场、如法相验，并

无疏忽枉纵，敬请城隍明察。同时，亦当有祷请城隍安告亡魂之意。⑦

当然，仅由当事者的自我言说层面出发，城隍在诉讼活动中的影响很难客观展现。所幸，清代四

川南部县诉讼档案中，尚收存有多起州县借助城隍裁判案件的实例。兹录如下，借以说明城隍在清代

诉讼中的具体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孀妇范母氏具告董天寿，控称: 董天寿之父 ( 已故) 于道光年间借范母氏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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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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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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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刘衡: 《州县须知》附《居官》之《到任谒城隍神誓文》，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6 册，第 88 页。
黄六鸿: 《福惠全书》卷之二《入境》、《斋宿》，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3 册，第 236 － 237 页。
戴杰: 《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一《重修城隍庙记》，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9 册，第 42 页。
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四十五《吉礼四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5 册，第 1154 页。
汪辉祖: 《学治臆说》卷上《敬城隍神》，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5 册，第 280 页。
禇瑛: 《州县初仕小补》卷上《回署排衙》，刘俊文主编: 《官箴书集成》第 8 册，第 746 页。
明清代以来，各府州县每岁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有祭无祀鬼神的祀典，称为“祭戊”。祭

祀仪式于城隍庙举行，原因在于，城隍职“幽”，有安抚冤魂游鬼之责。



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189 期

范大兴钱文“三百余串”，① 有字据为凭。但董天寿否认其父借有债项，拒绝还钱。此案于光绪二十

一年五月廿九日堂讯。审断该案的知县认为: “董天寿故父早借范母氏故夫范大兴钱文三百余串，据

范母氏当堂呈出借约，实系道光年间字据，至今年久，兼代笔亦亡，无凭定断。”为此，“着中证刘

玉龙同原差押令两造，集城隍祠，将全家性命对神盟誓。若董天寿等可以举誓，范母氏不得向董天寿

等索讨。如不盟誓，此钱仍饬董天寿等归还”。②

另一案件中，温金川系温恭元独子，配张氏为妻。金川堂叔无嗣，将金川过继，金川因此成为

“一子承两房宗祧”。之后，家族人众以金川发妻张氏 “病废”为由，欲为其以嗣子的身份 “再订一

婚”，即“两边各娶一妻”，并“得受二业”。为此，光绪二十三年，凭媒说娶敬子扬之女为婚，但并

未对敬家言及金川已经婚娶实情，敬家因此应允，双方并已开庚落聘 ( 按即已经定婚) 。至择期迎娶

前，敬家查明金川实已娶有妻室，不愿其女“与人作妾”，欲与温家退婚。为此，温恭元与敬子扬等

人互控在案。该案堂断: “婚姻为人伦之始，应由两愿，亦不屈从强逼联婚。敬子扬既不允婚，准将

伊女择户另字。”但两造人证对双方为定婚而交付的财礼数量尚存争执，各执一词， “多寡殊难凭

信”。为此，堂谕令两造人证“均集城隍祠”，凭“神灵鉴明”，各将礼物退还。③

若不了解城隍崇拜的深厚背景，或许两案知县的裁断在今天会被视为近乎荒唐。上述两案自裁断

后皆无下文，无从知道最后的结果。但下面一案的最终了结却揭示出，时人事实上是如何服膺于城隍

的鉴察“神力”的。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前后，乡民罗兴顺与李凤芳分别往云南大山地方贩买 “蜡虫” ( 按约为制蜡的

原料) ，购毕，相约一同乘船归家。行至滩头场地方，船出故障，致使部分装运 “蜡虫”的 “虫包”
掉入河中。“虫包”被人自河里捞起后，罗兴顺、李凤芳两人对该货物的归属发生争执，均认为被捞

起的“虫包”归己，各执一词。罗兴顺因此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向南部县衙具控。讯断中，

知县因罗兴顺、李凤芳两人 “供词各执，无从定断”，为此 “饬差押同两造，凭城隍庙开具生庚盟

誓”。结果，原告罗兴顺“凭神誓盟”，而李凤芳“情亏未誓”。为此，堂谕断令: 李凤芳 “理应赔给

虫包”，将货物如数折价，“照数赔给。限三日，李凤芳将钱缴至城隍庙，罗兴顺亲书生年，凭神焚

化，如数给伊具领”，“如其欺心，自有神天鉴察”。四月六日，该案讯结。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日，

两造最终“凭神将钱如数缴给”，具结完案。④

由此看来，城隍对清代基层司法活动的影响的确不虚。其影响既不仅仅限于祭拜、宣誓等形式意

义，亦已经跨越了相信城隍能鉴察善恶这样的抽象观念意义。无论就裁断者的自我言说，还是其诉讼

实践而言，城隍已然“介入”具体诉讼活动，影响到诉讼的程序并决定了诉讼的结果。

三、结语: 对城隍致祭的评价

官民如此笃信城隍，州县疑案裁断既仰赖之，诉讼中的当事双方亦皆畏服之，这一现象有些不同

寻常。过往研究者对此并非不曾留意，但既有诠释多有将其归入迷信者。即如邓嗣禹在 《城隍考》
一文中就认为，“城隍神之发生”，不过为 “平淡无奇之传说”，而能 “迷信中国人士千余年”。在该

文的前言中邓嗣禹讲到，此文构思于“破除迷信甚嚣尘上”的 1932 年前后，他的此番看法或许多少

因此不免于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从迷信的角度，尤其是从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单一角度来理解类似城

隍祭拜这样的传统祭祀活动者，恐怕至今也不能说不具有代表性。⑤ 然而拙见以为，这类理解太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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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案卷引述中出现的引号部分，为案件原文，下同。
《为具告董天寿等指会抵借银两欺孤昧撇抗还事》，光绪二十一年，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全宗号 1，目录号

12，案卷号 807，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为具告敬子扬套银掣拿悔抗事》，光绪二十三年，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全总号 1，目录号 13，案卷号 983，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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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即总结“崇拜城隍的用意”为“政治利用之法”。参见邓嗣禹: 《城隍考》，第 273、274 －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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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不能不妨碍到对传统祭祀制度、观念及其实际影响的进一步客观认识和评价。
城隍致祭及其他传统祭祀制度并非仅仅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存在。固然，《易传》讲 “圣人以

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① 说明“神道”的确具有“教”的功能。但据此以为 “神道设教”不过专

用以威慑天下，是传统政治统治以“神道”愚民的政治伎俩，②这恐怕就偏离了传统祭祀的本意。梁

启超曾经指出，古代祭祀活动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值得研究。他认为“祭”的本意，“乃是崇德报功”，

“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许多便利”，传统祭祀中 “只此 ‘报’ ( 按即 ‘崇

德报功’) 的观念，便贯穿了祭的全部分”。他还说: “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

源。”③ 由“崇德报功” ( 以下简称 “报功”) 的角度出发正是古代祭祀的最基本意义 ( 即古人所谓

“祭义”) 。统而言之，报生物、成物之功而有天地之祭，报立人、养人之功而有社稷之祭，报护人、
卫人之功则有城隍之祭。“报功”既是天地之祭的意义，也是社稷之祭、城隍之祭乃至整个传统正式

祭祀系统中其他祭祀形式的出发点，出于 “报功”的祭祀，所表达的正是古代中国人 “报本返始”
的基本观念。④

古人如此看重“报功”，反映一个事实，即杨联陞先生所言: 古代中国人相信并尊重人与人之

间，人与自然乃至于人与超自然之间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⑤ 在此 “确定的因果关

系”的前提之下，祭祀表达的是古代中国人对作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自然之间的特定

规律及其必然性的敬畏与尊重。这里的所谓 “因果关系”、规律与必然性，儒家实称之为 “天命”、
“天道” ( 宋明儒学则称“天理”) 。儒家所以最重祭祀，恰在于普遍认为，祭祀的仪式最能训练和表

达人对于“天命”、“天道”的敬畏之心。故孔子虽“敬鬼神而远之” ( 《论语·雍也》) ，从不明言鬼

神，但对祭祀却十分看重，他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 ( 《论语·八佾》)

即是说，祭祀必须真诚和充满虔敬。⑥ 荀子讲: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

貌之盛矣。” ( 《荀子·礼论》) 《礼记》描述人在祭祀时的一般心理时也说: “祭之日，……齐齐乎其

敬也，愉愉乎其忠也。”⑦

在儒家看来，祭祀的意义在于启发内心的诚敬。故钱穆先生总结，古代 “宗庙社稷，以至祖先

祠堂，祭拜之礼，特教以敬，斯已矣”。⑧“敬”并非毫无端由和依归，祭祀所表达和寄托的，首先是

对“天命”、“天道”的敬畏，乃是到达了一种信仰的层面。
传统时代，对“天命”的敬畏是普遍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吏乃至庶民百姓，其怀有敬畏

天地之心，本是一种常态。明朝万历皇帝，曾因忧心于 1584 年冬夏以来的一场干旱，尽心斋戒。为

表达其虔诚之意，甚至于致祭当天拒绝车辇，于仲夏时节，率百官徒步往返二十余里，祈雨天坛圜

丘。炎夏酷暑，即使随行的官员也不堪其苦，⑨ 若仅仅为了作秀，盖不必如此自苦。检视历代实录，

如万历皇帝这样虔诚致祭的事例其实远非特例。至于普通官吏，存有敬畏、诚敬之心，在官吏的自我

认知中，乃被视作必须。光绪二十五年，惠民县“自春徂夏，三月不雨”，知县柳堂遂设坛该县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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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云五主编: 《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0 年，
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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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1 年，第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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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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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十， (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第 2933 －

2935 页; 《大明会典》卷八十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791 册，第 498 页。



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189 期

庙祈雨。起初“设坛后即归署，除每日早晚步祷外，仍照常判事”。不久，“以心之不能专一也，移

居城庙之东南下，嘱家人不许白公事，斋戒清心、焚香静坐，时检古来祈雨故实阅之”，成祈雨诗

文，则“跪读，叩头至地，涕泣而焚于神前”。再后来他每日率同城官员早、晚祈祷行礼，“书、读、
焚，一如前时”，终得天降大沛，令尚在晚祷中的文武官员皆 “衣冠湿如洗”，而 “相顾欣欣然有喜

色”。① 从万历皇帝的不辞劳苦到柳知县的澄心致志，其力量实源自内心的信仰。如果说传统祭祀乃

“神道设教”，的确预设政治功能的话，则这些传统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本人亦并不认为，他们可以侮

慢“神道”，并用它来作为愚弄或欺骗别人的工具。② 否则，“敬”与“诚”皆无从谈起。
但另一方面，传统士大夫与庶民百姓，其祭祀态度亦的确存在差异。如上所述，传统士大夫的正

统祭祀观，注重基于“报功”所表达的对“天道”的敬畏与崇敬，尽管相信 “天道福善祸淫”，③ 但

致祭的重心在于“敬”，“敬之者，存心之道，非徼福之道也”，④ 福祸报应不应成为祭祀的动机和目

的。士君子之祭，“外则尽物，内则尽志，……不求其为” ( 《礼记·祭统》) ，强调 “礼之有祭祀”，

“以其意存乎报本，非有所为而为之”。⑤

荀子早已指出士君子与庶人在祭祀态度上的分别: “祭者，……其在君子以为人道，其在百姓以

为鬼事也。” ( 《荀子·礼论》) 士君子之祭，“外则尽物，内则尽志”，作的是一番自我道德修养与信

仰表达的功夫，故为“人道”。在儒家正统祭祀观念之下，天神、地 无非 “天道”之载体，故祭祀

历来主张用木主牌位而反对采用人形偶像 ( 后者恰为一般百姓所热爱) ，祭之 “义”在于尊崇 “天

道”之法则或定律，重在抽象的道理。
然而，以“非有所为而为之”的典型士君子的祭祀态度责之于普通百姓却并不现实。实际的情

形是，“愚民惑于祸福，最信鬼神”，⑥ 祈福避祸恰恰是其祭祀行为最普遍的动机。对此，官吏反倒常

常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认为究竟有所畏惧强过无所顾忌、恣意妄为，所谓 “夫民有敬畏之心则做事

循谨而风俗可端。民无敬畏之心则肆无忌惮，虽日以国法绳之，而风俗之放荡，其隐然者，不可问

矣”。⑦ 尤其是，千百年来，风俗相沿，“鬼神”的威慑力量对普通民众而言实际已然远胜国法。汪辉

祖甚至认为，地方官对民间“血食无替”而不在祀典的“土神”亦可以适当地给予礼敬。他解释说:

“盖庸人妇稚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

神之一念，司土者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据此，他认为这正是“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所在。⑧

的确，两千余年前的儒家也曾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位祭祀，所谓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论语·
学而》) 。

由此，传统祭祀的确被赋予了敦厚民风、迁善改过的教化功能，单从这一角度而言，“服务于某

种政治目的”的理解似乎也并无不妥，但是，仅限于这个意义上的解释，就显然忽略了传统祭祀更

为本质或核心的内容了。传统祭祀制度所蕴含的教化功能并不足以掩盖它基于 “报功”所表达的对

“天命”、“天道”或“天理”怀有普遍敬畏的特点，亦并不足以掩盖传统祭祀所表达的乃为一种普

遍信仰的事实。虽然，传统士大夫的正统祭祀观念其重心在 “理”，⑨ 而一般庶民百姓的祭祀重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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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偏向 ( 功利的祭祀观念当然也从未被主流接纳) ，但即便是出于功利的祭祀心态，在超乎

人人控制能力之外的“确定的因果关系”面前，人皆不失敬畏之心，这在无论士君子、普通官吏或

者庶民百姓而言，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城隍崇拜及其对清代司法的具体影响所展现

出的，是时人对终极是非善恶评断观念的普遍认同，是信仰在是非善恶评断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The Impact of City God Worship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Qing County Magistrates

Zhao Weini1，Li Zan2

( 1． Institut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Ｒeconstruc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2． Law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si， or sacrificing to gods and spirits， was taken as a very serious subject of
the country． In the history， many rites and ceremonies concerning sacrifice were gradually absorbed into
national codes and institutions． The worship of chenghuang ( or the city god) had emerged very early， but it
had not been accepted into the national sacrifice codes until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impacts of the City God worship had gone beyond religious ceremonies in the
strict sense， and had extended， for instance， to the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in Qing county magi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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